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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三 通道地带县域社会的役政革治与再结构化

通道地带县域社会的役政革治
与再结构化*

——以清代西和县为中心的考察

■台文泽

［内容提要］考察明清以降赋役制度变革是理解近世中国社会结构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以通道为

视阈，本文对地处中国陕甘川毗邻区而“路通蜀汉”“道接西番”的“冲”字型政区西和县的清代役政革治进

行考察。研究发现，通道在将位居其中的“冲”字型政区社会链入由其路线所构建的通道世界后，也就将

之置于更大的权力关系（中心与边疆／王朝统治者与反抗者）网中，进而在这种被关联起来的通道世界的

压力传导下，使通道社会中的官员与士庶获具深刻的“通道世界意识”，积极围绕县内县际役政中的利益

平衡展开制度调适，从而在县内近城与偏乡，以及县际役政利益的持续调适中强化了县域社会一体化和

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再现了清代中央集权加强背景下县域中国社会的再结构化。

［关键词］通道地带 县域社会 役政革治 西和县 结构化

台文泽：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Tai Wenze,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Lanzhou University）
*本文系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明清以来南岭

民族走廊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整合研究”（项目编号：22JJD850016）阶段性成果。感谢第二十二届开放时代

论坛上渠敬东教授的深度点评，感谢巨浪博士优化本文地图。

考察明清以降赋役制度变革是理解近世中

国社会结构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先行研

究主要认为，明中期以后，受商品经济发展中白

银货币化推动而兴起的均徭法、“一条鞭法”等赋

役制度变革使明王朝的徭役征应开始从“力役亲

当”向“纳银雇募”转变；随之，负有征赋派役职能

的乡村基层组织里甲制度的存在基础则日益被

削弱并“逐渐被以‘缉孥奸盗’为主要职责的保甲

所代替”。①清承明制，尤其雍正年间“摊丁入亩”

作为“一条鞭法”改革趋势之继续，更深入地推动

了徭役征应走向“纳银雇募”，从而进一步解除了

徭役征应对人身的控制。②先行研究关于明清之

际赋役制度变革的实施及作用的理解有过于理

想化之嫌：“‘摊丁入亩’政策是清朝初年重要的

财税制度，它取消了人头税，减轻了人民的人身

依附关系，保证了国家税收，但人民身上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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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有增加的趋势。”③在上述研究趋势下，围绕

“四差”（均徭、均平、民壮、驿传）中“驿传”的研究

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如新近研究认为“清朝在

革除明季摊派、加征等驿弊方面确有可圈可点之

处，但实际上明末加派之征也通过各种隐蔽方式

在清代得以延续。而在清初一再裁驿费充军饷

的财政制度调整下，清代驿站财政走向了既病民

又病官的深渊”，从而与先行研究过于突出明清

之际驿站财政差异和断裂的观点形成截然对立：

“由于顺治初年清朝明令驿站差役由民当改为官

当，一切驿站经费全由地丁钱粮出办，驿站财政

的筹措和运转不再具有特殊性，故而一般认为清

朝入关后一扫旧弊，摊派、加征得到有效抑

制”。④

已有研究既存之分歧表明，围绕明朝中期以

降兴起的一系列赋役制度变革仍需做进一步的

讨论，特别是这一过程中“力役折银征银”的役政

变革历史及其之于社会秩序的重塑逻辑，其中就

明清驿传制度的讨论而言，则需特别注意制度实

施的空间区域差异。据相关研究，与明代驿道分

布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的是明清“冲僻烦简”或

“冲繁疲难”中的带“冲”字政区。⑤冲者，交通要

道也。在此意义上，要在区域视角下以驿传制度

为中心深化讨论役政变革及其结构化影响，一个

可行的路径即是以“冲”字型政区为例。本文以

地处中国陕甘川毗邻区而“路通蜀汉”“道接西

番”的“冲”字型政区西和县为例，在通道视阈下

对清代该县的役政革治进行考察，一方面试以具

体案例拓展关于明代中期开启的役政变革趋势

在区域社会中是如何实际展开的历史经验，另一

方面借此具体而微地深化制度何以变迁的理论

讨论。作为一项制度史的区域性研究，本文得益

于在充分利用正史资料的基础上对明清及民国

西和县方志的深入发掘。

一、明清时期的西和县：

一个“冲”字型政区的历史与空间

（一）近世陇右政局下明清时期西和县的政

区演成

《巩昌府志》：

西和县在郡东南，古为羌戎所居，本秦临洮

县，汉为上禄，属武都郡，魏析上禄置长道县，盖

诸葛武侯出师地。隋唐因之。宋绍兴中，金人入

中原，陕西尽陷。吴玠复五路，改属洮岷，又以去

洮岷远，徙治白石镇，据南山建城，十二相连，极

严峻，为岷州侨寓，属利州路，领长道县，后复与

金人和，改名和州，元并长道入本州县遂废，明改

州为西和县，隶巩昌府。⑥

又载：熙宁七年（1074年）划秦州长道县归岷

州，治祐川（今宕昌县理川镇），隶秦凤路；建炎五

年（1131年）移岷州治长道县之白石镇，改隶利州

路，此即府志“岷州侨寓”之意也；绍兴十二年

（1142年）“因金人请和，又以岷字犯金太祖谦名，

故改岷州为和州，此和之名所由来。同时，又以

淮南有和州，故冠西字以别之，县名西和，义本于

此”⑦。

可见，“西和”之置，既因宋金陇右对抗形势

的演变，亦缘地处疆域西向。延至明洪武二年

（1369年），降州为县，隶巩昌府、陕西承宣布政使

司。清仍县置。

（二）明清时期西和县疆域空间及稳定性

比较《巩昌府志》、乾隆邱大英《西和县志》

（以下简称“乾隆《西和县志》”）、民国王访卿《重

修西和县新志》（以下简称“民国王版《西和县

志》”）、民国朱绣梓《西和县志》（以下简称“民国

朱版《西和县志》”），惟乾隆《西和县志》和民国王

版《西和县志》载疆域四至相同，并与《巩昌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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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民国朱版《西和县志》所载各不相同：

县在郡东南三百一十里。东至成县界晒金

寺一百里；东南至徽州一百六十里，南至阶州粱

旗寨三十里，西南至徽州界七十里，西至礼县界

张官坡三十里，西北至秦州八十里，北至秦州界

盐官镇九十里。⑧

东至花桥子八十里成县界；南至麒麟山七十

里礼县界；西至朱家后河一百二十里礼县界；北

至盐官镇九十里礼县界；东南至纸坊镇一百一十

里成县界；又东南至朱家河一百二十里阶州界；

东北至晒金寺一百里徽县界；西北至白家山一百

二十里秦州界；又西北至张官坡三十五里礼县

界；西南至江底河九十里阶州界；又西南至冯家

山四十五里礼县界；县至巩昌府三百三十里 。⑨

东至薤菲山五十里成县界，西至彭家寺三十

里礼县界，南至小山寨一百里礼县界，北至长道镇

六十里礼县界，东南至纸纺镇一百一十里成县界，

西南至麒麟山九十里武都界，东北至晒经寺六十

里徽县界，西北至老龙王山三十里礼县界。⑩

上述所载大抵反映了明清、民国疆域沿革的

三个阶段。《巩昌府志》所述为乾隆《西和县志》所

载疆域调整前的状况；民国王版《西和县志》系继

乾隆《西和县志》而作，故其相同所载反映了后者

所云疆域调整后至民国初年的情况；民国朱版

《西和县志》所载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新调

整之疆域，而此次所调整的疆域即民国王版《西

和县志》与乾隆《西和县志》相同所载之情形。依

此可推知：至少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西和

县志》撰修时起至朱氏修志的民国三十四年间，

在长达 171年中疆域保持了一致。再比较《巩昌

府志》与乾隆《西和县志》所载，疆域所存之局部

差异，说明明清之际曾有调整，但调整显然是十

分局部的——要明了此种情况，则先要看到《巩

昌府志》对西和县与邻封疆域的方位关系表述存

在明显“谬误”：一是“东至成县界晒金寺一百里；

东南至徽州一百六十里”，照实际方位，当为“东

至徽州界晒金寺一百里；东南至成县一百六十

里”；二是“西南至徽州界七十里”，以实际方位，

当为“西南至阶州界七十里”，经此辨误再行比

较，即可知疆域四至整体相差不远。

（三）“形同花样”与“状如皮外悬疣”：与邻县

疆域之复杂插花

民国王版《西和县志》：“与礼地犬牙相错，形

同花样。”�I1

礼县始设于明代：

所自秦为天嘉，汉为羌道、上禄、西县地，属

陇西郡。东汉为西县地，仍属陇西郡。魏置潭水

郡，元魏分上禄置长道县，后魏太平真君五年於

县置汉阳郡，西魏废帝改为长道郡而县曰汉阳。

隋开皇中改郡曰汉阳，由废郡以长道属成州又置

潭水县。唐为长道县地，后属秦州，咸通四年废

为镇，於秦州置天雄军天雄节度使，阶成西县皆

属焉，十三年复置大潭县，为大潭、长道两县地，

蜀秦州，后属於岷州。宋割据於金，绍兴间吴麟

曾败金复秦州及长道，而陷复不一。元以西汉当

蜀陇之冲，宜镇守，置蒙古千户屯御番戎，为礼店

文州军民元帅府，属吐蕃宣慰司。洪武四年置礼

店千户所，属岷州卫，十五年改属秦州卫，成化九

年割秦州一十九里同十百户各分辖，於所城之西

恢廓地基添筑县城，始置礼县，清顺治初因之。�I2

据此，与西和县疆域演成加以比较：时间上，

都在明代成为县级政区，然西和县之设早 108年；

空间上，秦汉时地皆属陇西，更重要的是，后设之

礼县还从早设之西和县疆域中划分而来：“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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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又新置礼县，西和疆域从此缩小，不惟边境

与礼县犬牙交错。”�I3正因此，明清两县疆域便呈

现出了上述所谓“犬牙相错，形同花样”之势。民

国朱版《西和县志》叙及 1945年之前两县疆域关

系时即曰：“惟西和县原有之图形，以礼县所属之

石峡镇插入西和县南部之中心，形同腹心结痞。

而县属朱家后和数村，又飞出西汉水，插入礼县

之东部，状如皮外悬疣，此地形上之一大特征

也。”�I4与后文役政讨论攸关者，则即两县南部疆

域插花地石峡。该地东西狭而南北长，嵌入西和

县疆域达数十里深（见图 1）。

（四）“路通蜀汉”：疆域形势下作为道里之冲

在明清西部疆域中，西和县势当秦陇蜀之冲：

“内以屏翰秦陇，外则控扼羌戎”�I5，“外控藩戎，内

卫全蜀”�I6，“西和县界蜀甚近，为处于秦蜀之

间”�I7。论其位置及地势高下，则“在省之正南，地

势视邻封则独处高原，比成徽极高，比天水为次

高，比礼县为稍高，其大势南北长而东西狭，如长

带然。东西处万山中，而东西尤多茂林峻岭……

前所云西至朱家后河一百二十里者亦属孤悬其

实，西至姜家川、冯家沟仅二十里、二十五里，西

北至张家河仅十里之遥耳。至若西北高上，东南

低下，此地势之常，而西邑则北南俱高，惟长道镇

为北南水汇，较全境为低下矣”。�I8可见，北接天

水（秦州）而东临成县的西和县之地势西北高而

东南地——自北从海拔最高的天水到次高的西

和再到较低的成县间是逐渐走低的阶梯式地势，

且具两重地形特征：一是“大势南北长而东西狭，

如长带然”——此亦见于上引方志所载明清疆里

四至；一是东西狭而“处万山中”，“尤多茂林峻

岭”。如此形势下，遂在其疆域东西间大抵中部位

置，形成了一条地势相对缓和的地理廊道，明清时

自秦州至成县间的驿传官道线路即沿此而行：“大

凡学宪自秦州而来，由秦预备夫马驮骡送至盐官；

由西和县预备夫马驮骡接，至盐官送至礼县属之

石峡关交卸；由礼县预备自石峡关送至成县之小

川驿交卸。如由阶州而返，由礼县预备夫马驮骡

接至石峡关、送至西和县城，由西和预备自县城

送至秦州三十里铺交卸。”�I9结合前述与礼县疆域

插花格局看这条驿传官道线路，两县疆域虽犬牙

交错，但所经西和颇多而过礼县甚少——仅上述

与西和在南部形成插花的石峡一地而已，而石峡

东西狭而南北长，虽驿传官道自西向东全经之，

但不过数十里地。历史地看，这条明清官道则其

来有自：史载秦惠王伐蜀时即“褒斜陇右，诸道悉

通蜀”�20之地，诸葛亮北伐兵出祁山即依此道，且

因之著称于史；唐为入蜀要道，诗圣杜甫经此入

蜀�21。延至明清，祁山之地即属西和县盐官镇所

图 1：明清西和县地形

注：根据“西和县地形原图”绘制。朱绣梓

（撰）、西和县志办公室（校点）：《西和县志·民国

志》，2006年，第 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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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22，而方志所云“路通蜀汉”者，即指上述沿着古

祁山道而设的官道线路——自秦州至成县后，再

东南行至陕西略阳，便与秦蜀古道之嘉陵道相

接，进而东走汉中、南下川蜀（见图 2）。至此，就

明清官道所经西和县而言，实处陇蜀古道北端主

线祁山道之关键地带也，是蜀道线路所构建的通

道世界中的一个典型的通道型政区。以明清政

区分等的冲繁制度看，实为“道里冲僻”或“冲繁

疲难”中的“冲”字型县级政区。如后文分析，恰

是这一特征深刻塑造了清代地方役政革治。

（五）“道接西番”：区域民族格局演变下作为

“边里腹地”的明清西和县

如前引记载所示，位于西汉水上游的西和县

先秦为羌戎居地，秦时地属陇西郡。西汉元鼎六

年（公元前 111年）开西南夷后，改属由此前陇西

郡南部数县与广汉郡北部白马氐地区合置而成

的武都郡；时武都郡因被划入益州刺史部而启地

属西南区之端倪；东汉划武都郡归凉州刺史部，

行政区划上遂改属西北，然因“《后汉书》继承了

《汉书》的西南区域民族观”，故仍视西和所在之

武都郡为西南夷地，加之划属凉州刺史部仅百余

年，后即划属梁州，故“从民族格局的层面上来

看，时武都郡仍然属于西南地区”。�23魏晋南北朝

时，西和县地归白马氐人杨氏所建之仇池政

权——域跨甘、陕、川三省且先后延续达 380余
年。唐西和县所在之汉属武都郡地大部分划属陇

右道，西和地在列。“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趁机

东进并于成州（今成县）以西统辖近百年，遂使曾

图 2：陇蜀古道北主道祁山道上的西和县

注：底图为清代甘肃地图（比例为 1∶3590000），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8册（清时期），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6年版，第 29页；西和县地形据“西和县地形原图”，载朱绣梓（撰）、西和县志办

公室（校点）：《西和县志·民国志》，第 12页；陕西、四川等境蜀道线路参考蜀道地图，见李久昌：《中国蜀道·

交通线路》，西安：三秦出版社 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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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雄此间之氐羌“吐蕃化”，后即因与吐蕃奴部号

嗢末者等互居杂处而被“中朝总以西蕃之名”�24。

至宋后，一方面，内附者为熟户而“西蕃之势益

分，其力益弱”�25，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原王朝西

拓，为官、随军、屯田及经商之汉人不断移入，延至

明代，西和县所在之西汉水流域作为西北汉人社

会已然定型�26，惟更西之阶、文、岷、宕等遂成番汉

结合部之防控西番的前哨，为明王朝西北边防要

地�27。在陇右民族格局的这般演化中，早自南北

朝起，在中央王朝不断向西拓展使得区域政治中

心逐渐从祁山道所在之西汉水流域向西南移于今

武都（明清阶州）所在之白龙江流域的过程中�28，

另一条将西和县所在之祁山道与阴平古道、洮岷

叠潘道等连接起来的交通路线随之变得日益重要

起来，此即沿祁山道东南行至成县后再转西南向

行至阶、文、岷、宕的驿传官道，这不仅是另一条北

起祁山道的入蜀支线，还是经祁山道而通达番域

之必经道路，更是明清汉番交往中以西汉水流域

为中心沟通蜀汉、中原与白龙江上游番区的“茶马

贩通番捷径”�29。至此，明清时处祁山道而居关键

地带的西和县，因往西南可与阴平道、洮岷叠潘道

相通，故而既是汉番等互动的重要通道，更是中央

王朝管控白龙江流域番汉界邻区及统御西番诸族

的汉人腹地社会。《巩昌府志》：“西值吐谷浑青海

之寨，东依白马氐黑土之雄，岷番诸险峙其前，仇

池连城殿其后，丰阜龙盘，紫金虎踞，内以屏翰秦

陇，外以控扼羌戎。”�30成书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的《阶州志》载：“太石河 与西、礼连界，皆生

番、□回、土贼每聚于此，无险可守”�31，故至明清

时，区域民族格局演变下的西和县已从汉西南夷

区演变为明清控番防番之汉人腹地社会，为西北

政区“边里腹地”。

（六）明清西和县作为边里腹地的政区设置

及演变

作为管控白龙江流域西番诸族的边里腹地，

明代区划设置呈现为“郡县制政区”与“军管型政

区”�32并置交错的局面，方志载曰“上下八里”“五

屯卫所”：

上四里。和政里，自县起，南至十里铺十里，

东至青土坡二里，西至麻池子、王董家庄十五里，

北至崆峒沟三里，又南至青羊峡五十里，编分十

甲；岐山里，自县起，东自岐山峪至董叶家庄二十

五里，又至大虎坝五十里，北至西峪刘家堡，又东

至钱家山，牛家窑，至塔儿河，刘家庄，编分十甲；

通远里，自县起，东南赵家河、塔儿河南，郑家沟

各十五里，又南至江底河一百二十里，潭浦、石家

关八十里，西至麻池子、姜家庄二十里，编分七

甲；西和里，自县起，南至何家坝三十里，又南至

洛峪河七十里，又南至剡家河二十五里，又花园

头、柏树坝五十里，古道岈三十里，编分十甲。

下四里。古岷里，自县起，北至长道镇六十

里，编分十甲；盐官里，自县起，北至盐官镇九十

里，编分十甲；木门里，自盐官镇起北至木门铺、

白家山三十里，编分九甲；保子里，自盐官镇起，

东至峡子下川，北至保子沟十五里，编分四甲。

五卫所。巩昌卫，自县起，北至马跑泉、上下

寨子十五里，至石堡镇三十里，南至板桥子十五

里，西至观音殿二里，分五旗；文三所，自县起，薛

王旗寨东八里，东南云刘旗寨十五里，麻子、张旗

沟二十里，路家街、山岐里十五里，乐丰滩四十

里，段旗寨五里，渊潭子三十里上六巷五十里，歇

台寺四十五里，上任家苏家庄二里，葫罗卜寨六

十里，曾旗寨八十里，分七旗；岷州卫，自县起，洛

峪河南六十里，西富家沟三十里，湾儿里二十五

里，朱家后山七十里，分八旗；阶州屯，自县起，南

梁旗寨三十里，北沟里、店子沟各二十五里，王官

人寨十五里，范旗寨十五里，东南纸坊镇一百一

十里，分十二旗；西固所，自县起，南蔺旗寨四十

五里，西高山一百里，分十六旗。�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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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县城为中心的方位之别和距离远近来

看，“上下八里”中的“上四里”布于县城之东、东

南及南向，仅五处村寨布于西向与北向，最远距

县城不过七十里；“下四里”布于县城北、东向，且

仅古岷里处于县北六十里内，盐官、木门、保子等

“下三里”皆布于距县城九十里外的北向和东北

向，为西和县南北狭长疆域的北端，相较之下，属

郡县制政区中的偏远之地。至于巩昌卫、文三

所、岷州卫、阶州屯、西固所等五屯卫所之设，旨

在防御西番：“洪武三年，开设岷州军民府衙。三

年，设文县守御千户所，成化四年置洮岷边备，饬

兵御将，防制番戎，以洮、岷、阶、西固、徽、成、文、

和分隶之，此屯卫所错居西邑之所由来也。”�34作

为西北边防卫所的“远屯旗地”，它们与西和县城

的方位和里途远近各不相同：巩昌卫五旗在县

北、西、南三向，距西和县城最近，最远不过三十

里；次远为文三所和岷州卫屯寨，文三所七旗布

于县东、东南向的二里至八十里间；岷州卫八旗

布于县南、西向的二十五里至七十里间；阶州所

十二旗布于县南、东南向的十五里至一百一十里

之间；西固所十六旗布于县南向四十五里至一百

里间。显然，距县城最远且空间上颇分散者非阶

州所、西固所莫属，占据西和县南北狭长地带之

南端疆域的大部分，属于军管型政区中的偏远所

在。清初撤卫并屯时，按就近原则上述五屯卫所

被纳入西和县：“至国朝顺治年间，裁文县所、巩

昌卫并入西和县接收。今上下八里为民籍，五屯

卫所为军籍。”�35五屯所被裁归西和县后就成了民

化性质的政区：“至屯卫所各地，即前代屯田军分

驻各地以卫民。今国家承平日久，仍归并州县管

辖，耕读纳粮应试，与民无异焉。”�36如后文所述，

在“上下八里”和“五屯卫所”中，阶州、西固所与

下三里因皆位距县城偏远之地而深刻影响了清

代地方役政实践。

二、终悖其义：

明清之际西和县的纳银雇募变革

明初禁用金银交易，但到了 14世纪末，随着

民间用银领域极大地扩展，白银成为流通领域中

主币的趋势渐显，至明成化、弘治年间，货币地位

渐得官方承认。�37与此息息相关，明初建立在实

物财政之上的赋役制度开始迈向用银计算的定额

化历史：“明中叶后各项赋役之所以普遍用银计

算，也是当时赋役定额化趋势的客观要求。因为

只有各项赋役，尤其是差役的征派，都有了统一

的标准，才可能将各种名目的征派制为定额，而

银子无疑是一种普遍适用于所有项目的标准化手

段。”�38作为变革深化之举，万历初推行的“一条鞭

法”通过将田赋和四差合并编派，使此前名目繁

多、互不相同的赋税徭役被高度整合为由“地银”

和“丁银”两项税赋构成的新财政体制。�39新体制

不仅因“各项赋役都折银子和合并起来编派，征

收和解运的手续因此而大大简化”，更由于货币

化和定额化使得纳税户可以亲自上纳，既不再假

胥吏之手而滋生弊，还节省解运费用。�40经此，以

用银计算而随丁田摊派四差的差役纳银制度的

逐步形成，标志着徭役征派发生了从“力役亲当”

转向“纳银雇募”。清初承之广泛推行。以西和

县言，可从康熙《西和县新志》和乾隆《西和县志》

的相关记载窥其在地之实施状况。先是康熙十

五年（1676年），西和县“丁册定为常额，永不加

赋”，继至雍正五年（1727年）“奉旨通省以粮载

丁，此项丁银停其征收，按照实征地面粮银均

载”，再到乾隆元年（1736年）“奉文将以粮载丁，

屯重丁银暂行豁除，俟下届编审”�41，反映了清前

期西和县赋役制度变革的步步深入。相应地，其

役政也转向了纳银雇募新制。

康熙《西和县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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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行差丁。丁二千八百五十四，编银九百

四十一两四钱六分三厘六毫四丝九忽六微。

实在屯丁。丁七十六，编银三十两三钱六分

九毫二丝九忽六微九纤。

受文县所屯丁。丁三百零四，编银五十四两

二钱五分。

田赋征徭银。七百六十六两八钱四分二厘

五毫四丝一忽一微七纤。

驿传。顺治年间原额设马一十六匹，每匹日

支草料银五分，夫九名，每名日支工食银三分，原

额征并协济共银五百六两六钱六厘。康熙十六

年除裁拨并裁四外，实留马六匹，每匹日支草料

银五分实留马夫三名，每名日支工食银三分。实

留银一百八十六两七钱九分零。�42

乾隆《西和县志》：

门子。两名，岁支工食银七两九钱七分三

百，闰加银七钱二分四厘。

皂隶。一十六名，岁支工食银六十三两七钱

九分一厘，闰加银五两八钱三厘。

快役。八名，岁支工食银八十九两三钱五

厘，闰加银八两一钱二分。

民壮。二十名，岁支工食银一百二十两。

……

门斗。二名，岁支工食银九两五钱六分九

厘，闰加银八钱七分。

膳夫。二名，岁支工食银八两八钱六分六

厘，闰加银八钱五分三厘。

门子。一名，岁支工食银三两九钱八分五

厘，闽加银三钱六分二厘。

皂隶。四名，岁支工食银一十五两九钱四

分，闰加银一两四钱四分九厘。

马夫。一名，岁支工食银三两九钱八分五

厘，闰加银三钱六分二厘。

钟鼓夫。五名，岁支工食银三两三钱一分八

厘，闰加银三钱二厘。

铺司。十名，岁支工食银一十九两一钱七分

三厘，闰加银一两七银五分。

驿传。又奉拨补增设，共额马一十一匹，每

匹日支草料银五分，岁支银一百九十八两（小建扣

解）。拨补增设共额夫八名，每名日支食银三分，

岁支银八十六两四钱（小建扣解），遇闰，夫马共加

支银二十三两七钱。外备银支银三十两，支直银

五两。实征站支银二百八十六两五钱二分六厘

零，司库请领不敷站支银五十八两二钱六分一厘，

二共银三百四十四两七钱八分七厘。乾隆二十五

年在于酌减僻驿马匹事案内，奉裁马三匹，止额留

马八匹，每匹日支草料银五分，岁支银一百四十四

两，裁夫一名半，止额留夫六名半，每名日支工食

银三分，岁支银七十两二钱，遇闰，夫马共加支银

一十七两八钱五分外备支银二十一两八钱。支直

银五两。额征驿站银二百八十六两五钱二分六厘

应领河州拨协站支银五十八两二钱六分一厘，二

共银三百四十四两七钱八分三厘，除支给前项夫

马工料外，尽数起解。每年准倒马一匹六分，司库

领银买补，每倒马一匹解皮脏银八钱。额设铺司

共十名，在城六名，石堡镇二名，青羊峡一名，纸

纺镇一名，存留项下岁支工食银一十九两一钱七

分三厘，遇闰加银一两七钱五分。复荒岁支银七

两一钱二分八厘，遇闺加银六钱五分二厘。�43

可见，迟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四差所

涉各项皆已用银定额征收，驿传则自顺治朝后虽

先后增减不一，但额马、材料、马夫、公食等已纳

入征银雇募无疑。

西和县纳银雇募役政的实施因加重里甲民

户负担而终悖其义。以用银计算定额化为中心

的财政制度变革被普遍认为具有克服既有赋役

制度弊端以减轻里甲民户负担的意义，体现了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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徭薄赋的儒家政治伦理。明人刘麟云 ：“计地征

粮，可以免马头独累之苦；募人当应，可以绝官吏

求索之私。”�44刘志伟指出：改革前四差带给人民

的负累远甚于田赋和上供物料，尤其是均平和均

徭的征派积弊最深�45；就前者言，“本来是为解决

州县政府行政和公共活动所需的经费来源而设，

然由于没有取代里甲正役，只不过是里甲正役的

额外负担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项独立的征派，

里甲正役已然照旧轮充，见年里长仍旧要到官府

承办催征勾摄的任务，地方管理继续向里甲百般

苛索就仍然势所难免”�46；就后者言，“在均徭法施

行之初，种种弊端已随之而生。主要表现在各项

差役的实际负担远远超出原来的标准”�47；故制度

设计上以用银计算的定额化差役纳银改革被寄

寓了减轻生民之累的意义。然制度设计并不等

于实际实施。就清前期西和县的驿站言，如引文

所见，纳银雇募已为定制，然由于地处陇蜀之冲

而为南北交通要津，因而无论“起解丁粮并前次

迎送官长及学院”之官差，还是“县署不时出发，

或委员因公到境需用马匹”之流差，都时不时为

新制下的驿站所难以应付，进而便不得不将压力

转向民间：“照得西邑路通蜀汉，每遇差务之额马

不敷，势不得不在民间觅雇。”�48实际运行中的这

种与制度设计和清初所谓轻徭薄赋之变革姿态

完全相左的现实，本身还与纳银雇募变革下自顺

治至乾隆年间的驿站财力配置调整有关。如引

文所示，顺治年间最高，时额马十八，马夫九名，

康熙十六年（1677年）裁为额马六匹，马夫三名，

减少了三分之二，力度可谓大矣；至乾隆年间，先

因应付不及，驿站额马增为十一匹，马夫增为八

名，但仍不及最初三分之二，再至乾隆二十五年

（1760年），额马又减为八匹，马夫六名半，几乎又

回到了最低水平的康熙年间。如此配置上总体被

不断缩小的情况，当是清初承明中期以降财政制

度变革下所确立的高度中央集权赋税制度对地

方财政过度分割的一个具体表现。正如所论，在

清初统一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的情况下，军需财

政才是头等要事，于是在编撰赋役全书和确立奏

销制度的同时，大量地方财政经费被裁撤充饷、收

归中央，形成了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49

于是，在以裁撤地方存留银作为分割中央与地方

财权的最为重要手段的情况下，由于地方州县存

留经费往往过少，遂导致地方实际征收赋税的失

控，当发生战争时则加剧失控。发生在西和县的

事实即如此，由于不断被裁减以致难以应付繁重

的差务，施行纳银雇募的地方驿传遂不得不以

“向民间觅雇”作为临时应对方案。更严峻的是，

随着时间推移，临时应对方案还在胥役藉差舞弊

之下逐渐转为常态，致使西和县百姓与过境行旅

深受其苦：“奈日久弊生，多蠹胥役藉差舞弊，不论

居民行旅，有马即拉，或需少拉多，受钱买放，骚扰

欺凌，种种不法。”�50由此，制度设计上轻徭薄赋的

纳银雇募改革在西和县也就彻底事与愿违，胥役

藉差舞弊和强拉、多拉、卖差、贪污等行为蔚然成

风，役政崩溃，致使社会严重失序。

连续被战争波及的西和县不得不对征银雇

募改革以来的地方役弊进行治理。如上所述，因

地处陇蜀要冲而本就役务频繁，加之自顺治至乾

隆朝高度集权的中央财政体制不断压缩地方分

配，遂使征银雇募体制的实际运行引发了国家力

差需求与地方应差能力之间的尖锐矛盾。而以

“向民间觅雇”作为应对之策，不仅使压力转嫁到

百姓身上，还滋生了胥役扰民等种种弊端，妨碍

立县之本的农业及过境商旅。逮乾隆朝及之后，

更使西和县役弊雪上加霜的则是经西和所在之

祁山道将之与更大区域关联起来的通道世界中

所爆发的多次战争。纵观有清一代，与地方役政

革治紧密相关的重要战争凡三次：金川战争、川

楚教案及同治回变。相比之下，尽管围绕征银雇

募下役弊的革治于川楚教案爆发后所发起，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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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和县官绅民而言，最刻骨铭心且促使革治发起

的肇因则是金川战役。此役包括清廷于乾隆十二

年至十四年（1747年至 1749年）和乾隆三十六年

至四十一年（1771年至 1776年）对金川地区先后

发动的两次战争，被乾隆视为“十大武功”之一。

然而，这却是一场 18世纪“得不偿失的战争”。�51

两次战争历时 1048天，耗资约 25479642余两，动

用兵力超 60万，伤亡无数，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

价。�52战争爆发后，因所在之祁山道“路通蜀汉”，

遂使西和县为“开拔军队、运送辎重及转输粮石”

的必经之地，进一步加剧了征银雇募运行下的地

方役弊。军需大差附加于身，不仅使向民间觅雇

成为长期不可不为之策，还助长了强拉之风和买

放之弊：“逮乾隆朝金川事起，羽檄星驰，于是觅

雇不及，始用强拉。强拉既久，买放弊生，此弊一

生而民滋扰矣。”�53可见，金川战役中西和县因地

处通道地带而被牵涉进中央王朝与西南边地冲

突之中而役弊丛生，使西和县官绅民体验至深。

方志书写徭役史时，将“逮乾隆朝金川事起”作为

关键事件予以强调，即体现了作为后来者对历史

事实与心态的深刻感知。恰因此，在仅过了二十

年即爆发川楚教案时，同样因“路通蜀汉”而被牵

连进这场战争的西和县的士庶与官员，遂以其为

鉴，毅然掀起了如何应对军需大差及革除向有役

弊的革治行动。换言之，正是金川战争背景下西

和县作为“冲”字型政区所遭遇之惨苦应差经历，

使地方士庶与官员积极站在“路通蜀汉”的通道

视阈下来针对性地革新役政。

三、再结构化：

清后期西和县的百年役政革治实践

在中央集权加强的背景下，革治方向只可能

是在满足国家刚性役差需求的前提下平衡县域

内、县际的利益冲突并使之制度化。以此，先后

进行的四次革治构成了一场持续近百年的深刻

重塑清后期西和县社会秩序的治理实践。

首治发生于嘉庆二年至九年（1797年至 1804
年），围绕战争背景下如何在全县范围内实现均

苦除弊展开。嘉庆元年（1796年）川楚教乱起，因

西和路通蜀汉而毗邻乱源，不仅军需大差再兴，

且战事一度波及：“仁宗嘉庆四年春正月，川楚教

匪张汉潮寇西和。”�54而早在教乱爆发后第二年，

鉴于向有之役弊，遂在新任知县周宅仁主持下进

行了如何应对此战下军需支差的制度改革。时

立《周宅仁差务章程碑》叙及如下三方面：

其一，里屯自行承办以绝胥役藉差舞弊。“阖

邑绅士议定章程，请准上宪，凡遇差务，各里屯自

行承办，永不假手胥役。”�55所谓“假手胥役”，即征

银雇募下官府胥吏操纵差务，而“里屯自行承

办”，即指由前述县境内里甲和自明代卫所军屯

旗甲变性而来的民屯里甲自理差务支应，显然这

是以摊差权力下移基层来消除此前十分严重的

胥役作梗之弊而减轻里甲人民负担。可见，针对

征银雇募下胥役藉差舞弊问题，里甲自行摊派被

当作施策应对的可行路径。如此，不仅与以往关

于里甲制度地位的讨论形成对比，如唐文基论赋

役制度变革时曾指出“徭役制度的改革，使里甲在

徭役佥派征发中的作用减弱以至消失，里甲的重

要性大不如前，取消里甲的问题被提了出来”�56，

还与对赋役征用中里甲作用失去的时间讨论存

在出入，如刘志伟指出：“赋役体系从完全依赖里

甲到不依赖里甲的过渡阶段，里甲既不能胜任，

又没有完全失去作用，从而引起种种矛盾。这些

矛盾到了清代前期才得以根本上解决”�57。而后

文将进一步表明，此后因应既有赋役制度实施所

产生的积弊中，里甲重获定位。随之，里长职责在

章程中被给予明确规定：“至支差日，里总一人在

城伺候，谓‘坐台’，日给盘费钱五十文”，“其用马

若干，内出珠绺，发兵房登号，票照各本里，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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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办，限日齐集应点，如有迟延，催办不齐者，严

责里催”。�58这里关于里总须于县城“坐台”督差

及被支付“工费”的规定表明，里总已职业化。总

之，不同于已有结论，里甲在清中后期西和县役

政实施中并非弱化了，相反，在从“假手胥役”到

“里屯自行承办”的调整中，由于应差权责的双重

下沉使得里甲在役政实践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其二，区分差务类型并细化支差标准与方

式。章程具体规定了“日常流差”“军需大差”�59的

支差标准：“马匹支应，寻常流差，各里公办，着里

总支理，候珠绺发兵房登号，各里里总支办，日期

按里分粮石，按一年三百六十日挨次轮流”�60；军

需大差“阖县照粮均办，有马出马，无马帮垫脚

价。或本名下应出马二匹而养马一匹者，即垫帮

一匹脚价雇马，或本名下应出马一匹而养马二匹

者，收帮量一匹脚价，全无马者应出马几匹，即照

应出马数垫楷脚价，分给多马之户……办马照差

务大小定马匹多少。以百匹为式，或用马多，依

百匹之式加，或用马少，亦依百匹之式减，以此类

加类减，按尾户计轮流支办。军需大差不在计日

轮流之限”。�61据此，第一，两差存在共同佥派标

准，即“照粮均办”，这反映了明清赋役编排的总

趋势，即有田不止有赋也有役，从总趋势上看，役

的编排越来越以土地为准并最终成为徭役审编

的唯一基准。第二，共同基准之上两差支应方式

同中有异：无论对于赴县城坐台的里总，还是轮

日挨流的民户，按章程日常流差皆要力役亲当，

所不同的是，军需大差实施存在变通性，尤其是

运输辎重及转输粮石的“马差”——虽按规定须

力役亲当，但可在应差者无马或不足时通过纳银

以行雇募，由多马者应差而官定脚价付之工费。

可见，力役亲当和征银雇募在实施中并存，只有

在军需大差支应存在特殊困难时，才兼行征银雇

募作为变通。第三，虽各里屯之民仍要力役亲

当，但已与明代里甲下的力役亲当不可同日而

语，章程第四条：“无论大差流差，支马一匹，每站

给脚价三百文，大差给钱壹百文，流差官民给价

三百文。如闲喂一日，流差给夫马料钱壹百文，

大差钱三十文，以验齐日为始。”�62从当差会被支

不同的脚价看，时力役亲当已属雇差而非纯粹的

力差，这当与摊丁入亩的赋役改革息息相关。第

四，区别规定当差时间。在里屯自行承办下，流

差于全县范围内采取计日轮流方式：“按照里分

大小，酌定月差多寡，各里又自编劄子，以为派差

派账准的”�63；军需大差则非也；如此差异化的规

定，是出于考虑到战争之时，若采取计日轮流方

式支应军需大差，则既恐发生急差重差时无法应

对，也虑距城远近不同而苦乐不均。

其三，严格本县差务支应范围。章程规定：

“里总办马非本县应出者，无内出珠绺，不得支

办。或有过境人等用马，每站应给脚价钱三百

文，不在里民帮雇之列。”�64此规意在明确支差县

际有别，强调凡不是本县应出者即不得支办，显

现了县际役政分摊的制度化。后文叙述第四次

革治时会再深入讨论。

明了革治内容后，再来讨论其真实行动逻

辑。此举虽由知县周宅仁主持，却如引文所示，

为“阖邑绅士”发起并共同议定而上达官府，故乃

自下而上之变革。在此意义上，深入考察当从

“阖邑绅士”入手。见于文献，能说明这一点的恰

是平息教乱后围绕上述“战时之策”废留讨论时

的士庶意见：

嗣后，军兴告竣，差务无多，当经令行，该县

仍用号马支差，不得拉雇民马，致妨耕作等因在

案。旋经阖县士庶徐振翔等公呈：遇有差务，需

用车马多寡，难以预定，设遇号马不敷，势难压前

等候。距城窎远之民，遇有差使，得以安居无事，

而附近城郭者，则疲于奔命。若不稍为变通，士

民等废时失业，何所以底止等情。随据巩昌府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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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详报传，集阖县士庶面询所呈是否可行。该士

庶等各欣然乐从之。除批饬照原议章程办理外，

并出示晓谕，永绝拉差舞弊之渐等。�65

可见，在犯境西和的川楚教匪东去�66，境内渐

安而军需大差解除的情景下，当知县周氏出于不

妨耕作、减轻负担而提出废除战时之策而还施征

银雇募之号马支差制度时，有士庶徐振翔等则持

反对意见，认为施征银雇募制度，如若再遇“势难

压前等候”的重差急务，则会因用多用少很难预

料，不仅号马不能有效应对，还会在近城和距城

窎远之民间造成不均，使近城者疲于奔命而苦不

堪言。考持此议之代表徐振翔者方志无载，然据

民国王版《西和县志》载西和县北关徐氏望族成

员所反映的谱系似可确定其身份。

从北关徐氏字辈谱系�67来看，可推测“徐振

翔”者极可能乃徐有经（拔贡，乃乾隆朝岁贡、威

远县训导、诰封知县文林郎徐上之子）之子，或徐

有绶（岁贡、清涧县训导，徐上之子）之子，抑或徐

登（岁贡，徐上之弟）之孙。若非士门望族，自很

难能作为士庶代表并赫然列于官方文书之首。

若此，徐氏作为近城之人，其所持保留“战时之

策”为“永遵之规”的意见，也就代表着包括其自

身在内的近城士庶的利益。如此考量，显然基于

西和县作为“冲”字型政区而会不时可能有军需

大差下临的深刻认识，或许二十年前金川战争曾

使近城士民所蒙受役差摊派之巨大苦乐不均仍

历历在目。恰是这种基于居通道社会而由战争

所强化的通道世界意识，使徐振翔等近城士庶在

讨论涉及自身利益的役政制度废举时，具有超越

一时状况的主体性考量。由此，嘉庆二年（1797
年）以“回到里甲”为主张的革治虽可除旧制之胥

吏舞弊，但根本上站在“近城之民”的角度，谋与

距城“窎远之民”在差务分摊上实现平衡。当徐

氏等人的意见被县府上呈巩昌府后，知府胡守予

以积极回应，尽管还再次集合全县士庶面询，然

因徐氏等人的意见实际地契合着官府统治诉求，

也就不出意料地被采纳而终被保留为永遵之规，

从而取代明清之际所确立的征银雇募之号马支

差制度，成为役政新制。

历史地审视首次革治，其对此后西和县役政

治理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矣，尤其是里屯自行承

办下均平苦乐之派差标准、计日轮流之规定及县

际役务分割等，更是被沿用至民国初年。制度运

行上的这种持续性，与后来的三次革治都基于通

道视阈而不断地对首次革治所确立的上述规定不

断予以维护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以下逐一剖析。

第二次变革发生于嘉庆十年至十四年（1805
年至 1809年），围绕里屯自行承办下权责下沉所

致之里甲摊差不公及革除新制之议而展开。在

战时之规因“行之数年，颇称公便”�68而被定为永

遵之规后的嘉庆十年，发生了里屯内部支差不

公：“因至嘉庆十年，木门里里总、摧头派差不公，

以致该里民李际春、白玉琳呈控藩宪批准革除月

差名目，免滋扰累闾阎。”�69“回到里甲”的变革让

支差权责下沉于里甲旗屯基层，遂使役政实行的

潜在矛盾下移到里屯内部，随之在“里总支办”情

况下自然也潜存了里屯内派差不公的可能。不

公引发的不满虽是在新规运行八年后集中爆发，

但想必此前已有端倪。面对木门里里总、催头的

派差不公，愤怒的里民请求藩宪革除月差，这实

际上等同于提出了废除已定为永遵之规的差务

章程。面对里民控告，官府采取召集士庶讨论的

方式予以回应。讨论中，徐振翔等士庶则“以人

定章程一经更改，恐仍启差役、遇差强拉需索之

弊”而“覆呈藩宪恳请照旧支应”。�70徐振翔等之

所以反对木里乡民李际春等人请求废除月差，结

合前文分析看，仍不外乎站在其乃近城之民及利

益代表的立场。西和县政区设置情况所见，木门

里属于县域北端偏远的下三里之一，实乃远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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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由此，虽木门里乡民的控诉源于权责下沉下

里甲内部派差不公，但就其革除月差之诉，则又

触及了前述近城之民与距城窎远之民间摊差均

衡问题；且若废除既定章程，那么也直接关乎此

后地方官府如何应付旧制役弊再起和国家差务

需求等问题，故府县官员极为重视且予以谨慎处

理。在经提审、妥议、堂讯后，终究还是采纳徐振

翔等近城士庶之见而令循其旧。

《嘉庆十四年知县张秩章程碑》云：

嘉庆十年有木门里一处里总、摧头派差不公

云云，除详藩宪外，合即出示晓谕，为此示，仰西

和县各里士庶人等知悉。嗣后但办差使需用马

匹，尔等既知日期，即将应出之马送县备供，毋须

县署家人私出珠绺，亦不准差役摧提，里总人等

均当从公妥办，毋须数外多派。自示之后，尚有

仍蹈前辙，仍行扰累者，许李际春、徐振翔等赴县

禀官究治，尔里民亦各遵照支差，均毋抗违，致误

公务并干究处凛遵毋忽，特示。�71

显然，面对嘉庆二年（1797年）新规运行中因

权责下沉里屯所致内部派差不公之弊及引发的

废留之议，官府的姿态是平衡性的：一方面，仍接

受徐振翔等近城士庶关于新规可均衡近城与距

城窎远之民间摊差失公的主张；一方面，针对里

屯内部派差不公问题，则出示晓谕严格要求里总

人等从公妥办，同时赋权李际春、徐振翔等远乡、

近城士庶共同监督里总摊派并可向官府告发违规

者。如此处置，就将近城、远乡士庶纳入全县里甲

内部差务摊派不公问题的治理中，在基层社会构

建了一种内部监督机制，成为化解役政新规潜在

弊端的补充制度。质言之，此次革治所反映的依

然是“冲”字型政区社会所面临的繁重役差如何

在近城与距城窎远之民间均衡摊派的问题，并再

次肯定了维护近城之民利益的既定差务章程。

第三次革治发生于同治二年至十一年（1863
年至 1872年），源于陕甘回变中远城里屯滚差避

徭、县役快皂吞卖兵差等问题，以远城里屯滚差

避徭为核心。叛乱一爆发，作为交通要道的西和

县再被战争波及，军需大差又起。战争之中，因

盐官、木门、保子等下三里一度失守沦陷而人民

逃离：

西邑四境被回扰多矣，但盐官自同治二年均

因回失守，合木门、保子并遗差务三年。蒙曹军

门克复，人民纷纷还家，农务财殖，兼回遗产增，

地益息。至五年县令王亲自查其地，仍然如旧，

亦曾约略行产。然及复，无常名虽行而实避其

徭。西固阶下效尤成风，挟连衡以抗差，与盐等

无异，一切军务差使悉归上九里一面供支。�72

可见，回变颠覆下三里使其人民纷纷逃离导

致遗差三年，近城上九里则不得不替之代承；令

上九里十分不满的是，当回变平息而人口、经济

恢复后，下三里仍以地方失乱之名逃避原应承担

差务；孰不可忍者，乃下三里避差行为还使位于

县域南疆的西固屯、阶州屯人民纷纷起而效之，

遂县域南北呈“挟连衡以抗差”之局面，使上九里

应差负担雪上加霜；在上九里士民眼中，下三里

与西固、阶州等五里之避差抗差是有意而为的集

体行动。那么，何以是这“五里”呢？从前文所述

西和县政区空间特征看，无论是开所谓避徭抗差

风气之先的下三里，还是仿而效之的西固、阶州

二里，皆远离西和县政治中心的窎远之所。恰因

这五里在作为“冲”字型政区的西和县具有的上

述特征，使其可凭此规避差役。如此，就进一步

表明在地处交通要道的政区社会中，内部区划之

地理格局深刻地影响着其役政实践。然就既定

役政秩序言，“五里”避徭抗差之举却打破了前述

既定章程对距城窎远与近城之民间差役摊派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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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衡的制度设计，使上九里士民因摊差负担过

重而十分不服，遂以不符章程所定公平应差之规

而义愤地将这五里逐级控诉：

咸同之间，发回变起，盐镇失守，盐、木、保三

里应自不暇支差，收复后仍旧滚避，西固所、阶下

旗转相效尤，各班亦吞卖兵差，于是上九里县民

王席珍等以盐、木、保及西固所、阶下旗滚差避徭

并县役快皂等班吞卖兵差等情，上控列宪。�73

在申斥中，上九里尽陈所受军需大差之苦：

我上九里自同治二年运麦于静宁州、潇河城

及马营、秦、巩、岷等处、随台转运，力净汗干，又

况流贼各处瞰窃，沿途劫夺麦麸，屡触即被杀伤，

露死暴骨者不可胜数，去者难保还乡，生者无赔

麦数，上里于盐里不惟以往垫赔之多，即同治十

年垫运麦价约有四千余串文，盐数里若此抗违，

际变如享太平，我九里当此疲惫，大半几离乡土，

事非得已，情出无奈，因而上控，上雇军务，下为

群黎，务期协力以免偏祜，公私得以两全云。�74

控诉由县而府而省，蒙陕甘总督左宗棠批准

后又逐级晓谕出示，令五里严照嘉庆二年（1797
年）章程公平摊差。同治十一年（1872年）知县长

赟《复立章程碑》云：

调署西和县正堂、兼办徭运事务、加五级记

录五次长，为呈请出示晓谕事：按照本县前经会

同委员讯详，上九里民王席珍等上控县役快皂班

等吞卖兵差等情一案，复经王席珍等呈，蒙府宪亲

提复讯，断令嗣后差徭一切概如本县等照章详章

断案遵行等因饬回下县，并蒙府宪取结出示一面

转详爵督宪左准发告示，节经晓谕，一体遵照。�75

至此，同治年间围绕距城窎远人民滚差避徭

等的纷争遂而告一段落。此次治理的宗旨依然

不过是如何在战争背景下基于通道社会的特性

于全县内均苦平乐，核心仍是距城窎远与近城之

民的利益矛盾问题。故而应意识到，在“冲”字型

政区中，正因经其境的通道存在，使其在与外部

更大世界关联起来时便不得不承受更加繁重的

役差负担，从而也势必在其社会内部引发靠近政

治地理中心与居边远之地的人民间的潜在冲突。

在清代高度中央集权加强的背景下，自上而下的

役政压力使得这一潜在冲突以回到里甲的方式

来加以平衡，从而也就实现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经

济管控在通道社会内部自其政治地理中心向远

城偏乡的进一步渗透和扩张，以此所促成之地方

役政革治及其制度维持，便具体再现了官道如何

将地方置于更大世界权力关系（中心与边疆／王

朝统治者与反抗者）的网络中来确保国家统治

运行。

第四次变革发生于光绪十年至十五年（1884
年至 1889年），不同于上述三次皆处理县域内役

政问题，此次处理的则是因与礼县疆域存在复杂

插花格局所导致的县际役政矛盾。问题源于前

文所述西和县、礼县南部疆域插花地石峡的过境

差务之摊差旧规的失范型变动。清代与西和相

邻县域间的官道驿传路线为：秦州（三十里铺）→
盐官（西和）→西和县城→石峡（礼县）→纸坊镇

（西和）→成县（小川驿）。这一路线几乎贯穿了

西和县南北全境，然于礼县而言，经其境者唯有

南部与西和插花的石峡。这种路线设计，当然与

对自然地理和里途远近的考虑密切相关，但若以

官道实际所经里途确定差务，那么山依水靠的西

和县、礼县之间自然会出现严重不平衡，前者因

几乎全境为官道贯穿而十分繁重。可见，官道过

境便成了一种沉重负担，过境多而差务繁多者势

必费时误农而伤其立县之本。于此，再思上述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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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秦州南下经西和县、礼县而至成县、阶州的

官道差役分摊——凡学差北自秦州至阶州方向

过境时，礼县要承担从石峡关经西和县纸坊镇至

成县小川驿的差务，而当学差自阶州返至秦州方

向过境时，礼县要承担自成县小川驿经西和县纸

坊镇、礼县石峡再至西和县城的差务——显而易

见，恰是通过嵌入西和县南部疆域的礼县辖石峡

地方来对两县间的过境差务加以均衡的。故从

官道驿传路线与县际疆域关系看，正因石峡关这

一嵌入西和县南部疆域数十里的插花地的存在，

才意味着夹在西和县城与成县小川驿间的过境

差务要被礼县有所分担。试想，若无此插花地，

则西和县势必要承担从秦州经其境而至成县的

全部过境差役。由此，在由官道所勾连起来的通

道世界中，之所以会在县际间存在复杂的插花疆

域格局，就当不纯是地理因素所致，还当是使相

邻县际均摊役务而有的特别设置。考此制之形

成，据嘉庆二年（1797年）周氏《差务章程》“里总

办马非本县应出者，无内出珠绺，不得支办”的表

述，则当形成于此时；再据事后西和县士民为知

县陈訚所立功德碑之阴所刊《学差站率章程》：

“在原定章程第五条载，非本县应支者不得支办，

或有过境人员用马，每站应由用马人给出脚价，

不在里民帮雇之列，载在碑端著为定例”�76，亦可

知其即嘉庆二年之新规矣。

然光绪十年至十五年（1884年至 1889年）间

西和县某知县却打破了上述均衡县际差务的制

度设计。该知县将礼县石峡过往学差宿站等差

务全部转为西和县代管：“光绪十年以后，某知事

为礼县卖弄，将礼邑石峡关学差宿站拨西和支

持，重为西邑累。”�77光绪十年至十五年间西和县

知县有二，一是十二年就任的浙江钱塘人贺荫，

一是十四年就任的湖北郧县人崔学。然无论此

举是其中何人所为，其意为：既然礼县石峡南北

狭长，而东西走向的官道经其境之里途不过数十

里，将之转入西和县代管，不仅小事一桩，还可省

去县际差务交接而方便过往差人。在光绪十五

年继任知县的陈訚眼中，前任此举纯属卖弄，大

大增加了西和县役政负担：自北而南行时，要多

承担石峡关至成县小川驿的差务，自南而北行

时，要承担成县小川驿至石峡关再至西和县城的

过境及石峡宿站差务。这完全悖于前述嘉庆二

年（1797年）革治所明确的县际差务边界。为此，

陈訚痛陈此卖弄之后果曰：

照得本署县於闰二月下车伊始，即查得我西

和代办宿站，事小，惟夫马驮骡，礼县一概不管，

则我西和一邑未免受累无穷，似此偏祜，不足以

昭公允。况学差过境，又在春二三月居多，正是

春耕紧要之时，本署县忝宰斯土，岂能缄默无言，

任尔百姓受此永远之累，于心实有不安，不得不

为尔百姓一伸苦。�78

陈氏深痛其害，无疑也因前任之举加重其职

掌西和的役政负担。利害之下，陈氏据理力争：

“郡县封疆各有界限，礼邑不能代西和支差，西和

何能代礼邑支差？”，进而“上禀千余言”积极谋求

上级批示重回旧制：“况代求于各大宪之前查，照

旧章甚为平允”。�79逐级于府宪、道宪、蕃宪、督宪

等申诉后，终得批示，遂昭告里催、士民人等严格

遵行：

正堂陈为出示晓谕……所有石峡关一宿站归

礼县自办，从此各备夫马，各办各差，画清界限，以

舒民累等情，经本县通禀各大宪在案。兹奉府宪

周檄，转奉道宪丁牌，开准蕃宪张咨案，蒙督宪杨

批示，仰合县民屯十三里里总催头并思乡花户人

等，一体知悉：嗣后如遇学差过境，所需夫马驼骡，

来自盐官接起送至石峡关交卸，返自西和县城接

起送至秦州三十里铺交卸。从此各办各差。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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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往路少二百八十里，即省四日程途，则各里催头

人等即照此少二百八十里之摊派，不得仍照前摊，

以仰体各大宪并本署县为民除累之至意焉。�80

这里除严格要求按嘉庆二年（1797年）旧章

执行外，也尽表了回归之益。陈氏此举赢得广泛

称赞，西和士民立功德碑纪之，其阴所刻《学差站

率章程》重申须仍遵嘉庆二年章程第五条规，从

而彰显了首次革治基于疆域插花格局平衡官道

所经相邻县域役务的制度设计的深远影响。

至此，自嘉庆二年至光绪十五年（1797年至

1889年）凡 92年间，西和县发生的四次差役革治

充分表明，由于身处通道地带而不得不承受的繁

重役差负担，特别经由“路通蜀汉”“道接番地”的

交通区位所被传导而来的更大世界权力关系中

爆发的战争所滋生的役政压力，根本地推动了西

和县这个实为“冲”字型政区的社会采取因应行

动。实际上，嘉庆二年革治前征银雇募制度难以

为继下不得不“向民间觅雇”的制度失范就是一

种应对和传导压力的因应策略，但显然这一因应

方式“自上而下”由官府主导，实施中导致县域内

利益上的严重失衡，其中最严重者即军差重役下

近城与距城窎远之民间和县际间因官道所经里

途多寡而存在的役差摊派不公问题。故此，可从

下述两方面理解百余年革治的基本逻辑：

一方面，对生活在被官道贯穿全境的西和县

的士庶与官员而言，役政压力因距县城远近不同

而有了结构性差异——对于近城居住者，县城乃

王化中心，越与它靠近，意味着更易被王化或王

化得更深，但对居于偏乡者而言则不同，加之西

和县居万山中，地理空间形势就强化了偏乡地带

被王化的离心力。于是在役政上，压力传导在通

道社会内部出现的分化最直接表现为役差摊派

实际会十分不利于近城者。由之，在“冲”字型政

区的社会单元内部，役政实践便会在疆域空间上

形成一种与距城远近密切相关的势能差，从而促

发政区内官员、士庶等主体围绕役差利益问题积

极行动起来并展开博弈。从历史实践看，势能差

平衡是以近城士庶据其利益为据所发起的，并在

契合官府诉求之下，以除弊均苦名义使之转移到

距县城窎远之地。在此意义上，役政革治即在通

道将所关联起来的关系世界中的权力冲突传导

进其境内后，再从县域中心传导至县域边缘的社

会再结构化过程。相应地，首次革治中体现为权

责下移的“回到里甲”及相关制度的确立与实践，

则是这一结构化过程推进中的系列行动选择，经

此，官府则进一步强化了对县域中偏乡社会的役

政控制，从而为反思所谓明清之际里甲制度在赋

役制度变革中日益弱化的认识提供了区域经验。

审视随后的第二次、第三次变革，不过是上述结

构化演存中不断涌现的张力的集中反映，而治理

结果也都是在不同时间回到首次革治所达成的

如何将通道所传导而来的役政压力于近城与距

城窎远之民间加以均衡的制度设计上去。

另一方面，就官道线路与相邻县域间的役务

均衡与疆域关系而言，役政压力因被官道几乎贯

穿南北全境而更大，故而插花疆域的存在就显现

出它是制度设计上的一种县际役政平衡策略。

以此审视第四次役政治理，则仍是以回到首次改

革所达成的将通道自更大世界所传导而来的压

力于相邻县域间进行均衡的制度设计上去。

总之，清晚期西和县近百年役政革治实践实

乃经由通道被嵌入了更大世界权力关系（中心与

边疆／王朝统治者与反抗者）的地方社会的再结

构化表征。质言之，通道在将位居其中的“冲”字

型政区社会链入由其路线所构建的通道世界后，

也就将之置于更大的权力关系网中，进而在这种

被关联起来的通道世界中的压力传导下，使通道

社会中人（官员与士庶）获具了深刻的通道世界

意识，积极围绕县内县际役政中的利益平衡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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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博弈，从而在县内近城与偏乡及县际役政利

益的持续调适中推动了县域社会一体化，强化了

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具体再现了清代中央集权加

强背景下县域中国社会的再结构化。

四、结语

综上，将役政革治置于明清时期作为道驿传

官道线路上的“冲”字型政区进行考察显然颇有

意义。在中央集权逐渐加强、赋役制度发生重大

变革的明清时期，“冲”字型政区之所以备受国家

关注，源于它攸关中央集权背景下“大一统”格局

的稳定与扩张，同时也关系着其自身在国家政治

经济等层面被卷入的深度，更意味着通道将一种

更大世界网络中的力量、关系传导至“冲”字型政

区社会单元的运行中。由此，对生活在通道地带

政区社会中人而言，便不得不因应被通道所传导

而来的力量关系对其生活的影响，实践中的因应

既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但绝不会外

在于历史主体对自身利益的深度考量。

就位于通道地带的“冲”字型政区所显现的

清代中国社会的结构化进程而言，当其被深度链

入经通道所关联起来的王朝国家所主导的更大

世界后，如何于政区内、政区间的役政实施中达

至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均衡，则深刻地展现了清代

中央集权加强下通道型社会的再结构化过程：既

微观地体现为县域近城与偏乡及县际利益互动、

关系模式的重构，也在宏观上意味着清代中央集

权加强背景下国家对地方管控在空间上的深度

扩张，及由此必然会带来通道世界中人与物、地

理空间、交通的联结方式的重塑。

就革治实践所显现的制度何以变革言，需要

思考特定社会场域中的人是如何因应既有的制

度框架与利益现实而开展行动的，进而于实践中

推动制度革新而营造出生存生活的新境遇。案

例表明，在役政实践所涉及的主体利益考量上，

居于通道社会中的官员与士庶已然深具通道世

界意识，并积极思考和推动制度变革与废留，役

政革治中的制度化即外在压力引发的内部张力

的不断平衡过程，构成了作为结构化表象的平衡

实践的具象凝结。

最后，运用通道视阈时必须深刻关注到通道

社会与通道世界这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

纬度。通道社会，即通道所经之社会空间单元，

如作为“冲”字型政区的清代西和县，它是有边界

的、规范的，并在不断结构化中显现着某种稳定

与同质性。通道世界则是以道路为纽带、媒介而

被联接起来的多地方、多主体、多关系之聚合，是

一个由通道连接起来的潜在性世界，是超地方

的，具有流动性、多样性、差异性和开放性。在两

者间，通道社会结构化中的相关制度变革恰恰发

生于其被与通道世界中的重要事件关联起来时，

通道社会本身正是在与其所处的通道世界所发

生的冲突性权力关系的历史事件（尤其战争）的

遭遇中被不断塑造而再结构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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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can free us from the limitations of the ethnic research paradigm, enabling us

to be more effective not only in promoting a corridor social community, but also in building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for the study of the geographic corridors in China.

Keywords: area of cultural mosaic, cultural heritage,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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